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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屡次发生使得学术界愈发关注该行为的产生机制。本文旨在通过自我决定理论视角

去探究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352份有效问卷的

分析，结果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通过心理授权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受到心理特权的

正向调节，即当心理特权水平高时该中介作用的正向影响比心理特权水平低时更强。本研究进一步揭示

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心理机制，并对企业管理实践者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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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eated occurrence of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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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mechanism of the behavior in academia.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leader- 
member exchange is the antecedent of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and if it is then what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are. The result from 352 final questionnaires 
showed that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affects the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rough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employee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that 
is, when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is high,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This study further improves the understanding of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
havior for both scholars and business practitioners and can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ers to broaden the study of such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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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类似于铃木汽车的违规测试的事件屡有发生。人们在斥责事件当事人为维护集团的声誉而

置人民利益于不顾时，也在思考为什么有人为了维护组织利益而宁愿牺牲自身的道德准则。Umphress，
Bingham 和 Mitchell [1]提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的概念来解释这

种现象。自该概念提出后，UPB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实践者的关注和重视。 
UPB 是指意图有利于组织及其成员，但却违反了社会核心价值观、道德、法律或合理行为标准的行

为[1]。典型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包括做假账[2]、欺瞒顾客[1]等，这些行为虽然可能暂时地为组织带来好

处，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不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甚至最后可能会为企业及社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UPB
包含了“亲组织性”和“不道德性”两个核心内容[3]，当感知到的“亲组织性”的重要性远大于“非伦

理性”的严重性时，员工就会从事 UPB [4]。 
以往研究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能够正向预测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和创新行为等角色外行为[5] [6]。而恰好 UPB 并非来自明确的工作内容或上级的要求，是员工本身意图

为组织带来利益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看，UPB 应该也是角色外行为的一种[7]。那 LMX 是否会强化员

工的“亲组织性”从而导致 UPB 的发生？本研究从该问题出发，依托自我决定理论[8]，旨在探讨 LMX
会如何影响员工的 UPB。 

自我决定理论提出，当人们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动

机，这种内在的动机会导致更多的主动性行为。心理授权是一种增强的内在工作动机[9]。有研究表明，

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的心理授权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对员工的职业成功等带来积极影响[10] 
[11]。因此，我们推测 LMX 会通过心理授权影响员工的 UPB。虽然，我们推测 LMX 可能会增强员工的

“亲组织性”从而促进 UPB 的产生，但员工感知到的 UPB 的“非伦理性”可能会抑制该行为的发生。

因此，一些弱化“非伦理性”感知的个人特质也应当在其中起推动或抑制作用[12] [13]。研究指出，现在

人们的心理特权水平变得越来越高[14]，心理特权作为一种个体认为自己有权力获得更多、损失得更少的

主观知觉或信念[15]，可能会使人更少意识到 UPB 的“非伦理性”从而更容易在亲组织动机的驱使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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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UPB 等不恰当方式为组织牟利。因此，心里特权可能会在心理授权与 UPB 之间起调节作用。中华文

化更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员工与领导者具有不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情景

广泛存在，作为一种既往研究普遍承认的积极领导方式，探索其与消极的组织后果 UPB 之间的作用机制

和边界条件，有益于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成果，并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启示。 

2.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2.1. LMX、心理授权与 UPB 

虽然任何下属与其领导者在组织地位上都有着明确的序次关系，但在现实的组织环境当中，领导者

与不同的下属之间却存在着相互差别的互动形式，领导者并不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下属，而是依据

关系的亲疏远近区分出“圈内人”和“圈外人”。此种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不同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的

差异：情感、贡献、忠诚和专业尊敬[16]。我们认为，与领导者享有高质量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员工更

容易获得心理授权的体验。心理授权是员工基于对工作任务在意义、自我效能、工作自主性和影响力四

个方面的评估结果而产生的增强的内在工作动机[9]。自我决定理论表明，当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

就会产生动机的内化[8]。高质量的 LMX 有利于提高员工在心理授权的四个方面的感知，使员工的自主

需求、关系需求和能力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产生较高的内在动机(i.e.，心理授权感)。首先，领导者对于

圈内人部属会提供更多的尊重、信任和情感支持，在行为决策中也会更多地考虑员工的利益，包容员工

的错误并给予改正的机会，这种感到领导者的照顾和可亲近性的体验会提升员工对于工作意义的感知

[17]。其次，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当员工面临工作压力更多的认知到自己技能对于问题解决的有效性，而

不是聚焦于失败的可能性时，对其心理授权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18]。与领导者享有高质量领导-部属交

换关系的员工在面临棘手的工作任务时，可以预期得到领导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信任领导者会在自己

犯错时给予建设性的鼓励而不仅仅是批评，这会提高他们对于工作的信心，并且圈内人部属与领导者之

间相互的专业尊敬，也使得员工对自己工作上的能力更加确认，这可以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16]。再次，

出于领导者对圈内人部属的信任，会给予他们一些需要独立判断和执行的工作任务，对这类员工下放更

多的权力，这会提高他们的工作自主性。最后，领导者与圈内人部属分享更多的组织信息、资源，让这

部分员工参与组织决策，他们会感到自己有能力调用更多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在组织中有更大

的话语权，这能够使他们认为自己在组织中是有影响力的[19]。高质量的 LMX 所带来的工作意义感、自

我效能感、高自主性和高影响力的感知使得员工的基本需求，尤其是自主需求得到满足，会极大地促进

动机的内化[8]。 
内部动机是员工出于本身对工作的兴趣或意义感而进行工作的动机[8]。高心理授权的员工体验到工

作的意义感，会使其尝试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可能会从事更多的角色外行为来为组织争取利益，也更

大化自己的工作价值[20]，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心理授权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21] [22]、创新行为[23]等
角色外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较高程度的心理授权能够增强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对组织的依附感和认

同感，激发角色外亲组织行为[24]。从亲组织性的路径来讲，员工从事 UPB 的动机无疑是自发的、内在

驱动的，是为组织利益付出的额外努力，因此高心理授权的员工可能会将 UPB 视作为了实现组织利益和

自身工作价值的一种手段。此外，心理授权水平高的员工对工作也具有相对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因此他

们更可能追求职业生涯中的挑战，而不满足于当前的职业选择[20]。他们有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

时也对自己的工作能够为组织带来影响有较大的期待，可能使这类员工对待工作中的机遇和挑战有更加

积极的心态，相较于焦虑工作任务失败的可能性，感到“自己对环境具有控制力”的心理体验可能会更

多一些[18]，因此我们推测，其可能会进行更多的趋利活动为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自己工作的价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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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 
假设 1：心理授权中介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2.2. 心理特权的调节作用 

心理授权水平高的个体在组织中是否必然会选择 UPB 来实现组织的利益和自己的工作价值，我们认

为这一点并不绝对。高心理授权的个体具有在组织中进行 UPB 的前提条件，同时本身也有主动的进行趋

利活动牟利的内在动机，但 UPB 毕竟是一种非道德行为，如果对 UPB 的“不道德性”感知较强，则员

工在感知到高心理授权时更可能采取其他无伤害的亲组织行为来建设和发展组织。因此，我们推测拥有能

降低道德感知的个人特质(如高心理特权)的员工会更容易易化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 UPB 的发生。 
心理特权是一种个体认为自己有权力获得更多、损失得更少，而不论自己是否有与之相称的能力或

付出的主观知觉或信念[15]。心理特权水平高的个体认为自己理应获得更多的资源，对组织环境和他人拥

有非常高的期待，Harvey 和 Martinko [25]的研究表明，高心理特权的组织管理者容易造成组织的腐化，

他们认为在组织中自己应该获得更多，并把这样的需求放在首要的位置，因此会采用各种甚至不合法的

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每个个体都有一种内在的整合与完善自我的意识，

即所有个体都有一种使自我意识各部分成为整体，并与他人和周围环境成为整体的倾向[8]。在高心理授

权的状态下，个体会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充满意义，这种意义感通过个体的内化和整合，就产生了对组

织较为强烈的情感依附[26]，在这种亲组织动机的驱使下，高心理特权的个体会将组织和自己的利益都放

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并可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25]。另外，高心理特权也会使个体产生豁免社

会责任的主观知觉，具有较低的社会责任感，做出更多的自私行为以及自我中心行为[27]，他们具有更低

的换位思考能力，对他人也更缺少共情[28]。因此高心理特权的员工在从事为组织牟利而伤害他人的行为

中，会更少体会到羞愧和愧疚的心理体验，他们认为从事这样的行为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易化了 UPB 行

为的产生[29]。 
另一方面，高心理特权者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差和过度膨胀的积极自我形象[28]。在高

心理授权所带来的亲组织动机的驱使下，他们会更为关注 UPB 为组织和自己获利的那一部分，而将 UPB
产生的负面后果，如对组织外个人或团体的伤害归因于与自己无关的外部因素[30]。同时他们具有更为积

极的自我形象，感到对外部环境具有控制感，这强化了他们对自我效能感和影响力的感知，这使得他们

在面对可能为组织及自身牟利的机会时，更可能做出趋利冒险的行为，这也强化了心理授权和 UPB 之间

的正向关系[15] [18]。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心理授权与 UPB 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受到心理特权的正向调节。即当心理特权水平高时，

心理授权与 UPB 之间的正向关系比心理特区水平低时更强。 

2.3. 整体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在假设 1 和假设 2 中的论述可以看出，我们考察的 4 个变量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模式。具体而言，LMX 与 UPB 之间的关系受到心理授权的中介，而这个中介效应的大小又会受到心

理特权水平的影响，即心理特权会调节 LMX 通过心理授权的中介关系对 UPB 的影响。当员工的心理特

权水平较高时，LMX 与 UPB 之间的间接关系更强；反之，当员工的心理特权水平较低时，LMX 对 UPB
的间接影响更弱。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3：心理授权在 LMX 和 UPB 之间的中介关系，受到心理特权的调节，整体表现为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即当心理特权水平高时，LMX 通过心理授权影响 UPB 的正向关系更强，反之当心理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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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时，这个中介关系的正向影响更弱。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及程序 

本文通过网上远程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的收集，共收集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60 余家公司的调查

问卷。总共回收问卷 411 份，对其中的无效问卷进行了处理，处理原则如下：1) 作答方差过小的予以删

除(说明其几乎全部填写同一答案)；2) 作答过快或者过慢的予以删除；3) 作答总分值过高或者过低的予

以删除(说明其对所有题目均有相似的反应倾向)。最终保留有效问卷 352 份，有效问卷率 85.6%。调查员

工中，男性占比 45.7%，19~34 岁的占比 59.3%，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比 61.9%，工龄 5 年以上的员工

占比 58.6%。 

3.2. 研究工具 

LMX。我们选用 Liden 和 Maslyn [16]开发的 LMX 多维测量量表(LMX-MDM)来测量 LMX。该量表

共包含情感、贡献、忠诚和专业尊敬 4 个维度，每个维度下有 3 个条目，一共 12 个条目，如测量情感的

条目“我非常喜欢主管的为人”，测量忠诚的条目“即使主管对事情并没有充分的了解，也会在上级面

前为我的工作辩护”，测量贡献的条目“我愿意为主管做超出我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测量专业尊重

“我钦佩主管的专业技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 
心理授权。对心理授权的测量，我们采用 Spreitzer [26]基于心理授权四维度模型开发的测量量表。

该量表共包含 12 个条目，每个心理授权的维度上使用 3 个条目进行测量。测量意义的条目例如“我的工

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测量工作自主性的条目例如“在如何完成工作上，我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测量自我效能感的条目例如“我掌握了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各项技能”，测量影响力的条目例如“我对发

生在本部门的事情有重大的影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心理特权。我们采用 Campbell 等人[15]所开发的 9 条目量表对心理特权进行测量，条目例如“事情

应该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发展”、“我真的觉得我应当比其他人获得更多”。在对本量表进行因素分析过

程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唯一反向计分条目“我并不值得别人的特殊优待”因子载荷很低(低于 0.4)，这可

能是我们调查的被试对该条目理解有歧义以及少数被试作答不认真引起的，在咨询两位心理学教授的基

础上，综合因素分析的结果，我们决定删除该条目，因此最终使用了 8 条目的心理特权问卷。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UPB。我们采用了 Umphress 和 Bingham [1]开发的 6 题项 UPB 量表来测量 UPB，条目例如“如果这

能够帮助我的公司，我会像顾客和委托人夸大公司的产品的服务”、“如有需要，我会向公众隐瞒可能

有损我的公司的信息”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控制变量。考虑到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对研究结果有所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我们收集和控制了

性别、年龄、学历、工龄与直接主管共事时长等变量。 

3.3. 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确认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LMX、心理授权、心理特权、UPB)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其次，我们 Harman 单因素检验的方法对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

最后，我们用 Mplus7.0 软件[31]进行 bootstrap 区间的计算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的检验，我们结合 Edward 和 Lambert [32]提供的路径分析方法来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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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我们对 4个变量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选择正交旋转的方法，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74，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 0.001，抽取的四个因子累积解释方差 55.34%。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表明，四个变

量的其他所有条目均准确载荷在了对应的变量上，可以认为本研究中四个变量具有合理的结构效度，他

们确实是四个不同的构念，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检验，本文抽取出来的公因子解释力度为 27.27%，小于 40%的界值[33]，说明在本研究中共同

方法偏差的问题并不严重。 

4.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以看出，LMX 与心理授权

存在高度正相关(r = 0.51, p < 0.01)，心理授权与 UPB 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3, p < 0.05)，心理特权与 UPB
也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31, p < 0.01)，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1.54 0.50 —         
年龄 3.30 1.14 −0.05 —        
学历 4.57 1.01 −0.08 −0.37** —       
工龄 3.01 1.35 −0.11* 0.81** −0.30** —      

共事时间 3.88 1.59 −0.07 0.55** −0.18** 0.59** —     
LMX 3.39 0.91 −0.03 −0.05 0.03 −0.04 −0.01 —    

心理授权 3.60 0.68 −0.14** 0.23** −0.05 0.21** 0.17** 0.51** —   
心理特权 3.20 0.68 −0.03 0.00 0.02 0.06 0.04 0.27** 0.33** —  

UPB 2.38 0.96 −0.16** −0.08 0.03 −0.04 0.05 0.11* 0.13* 0.31** — 

注：n = 352，*p < 0.05，**p < 0.01 (双尾检验)。 

4.4. 假设检验 

4.4.1. 心理授权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假设 1 中，我们提出心理授权在 LMX 与 UPB 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利用

Edward 和 Lambert [32]提供的路径分析方法来检验自我损耗的间接效应，并用 bootstrap 法来检验该间接

关系的显著性，bootstrap 法自抽样次数为 1000。结果表明，LMX 通过心理授权影响 UPB 的间接效应不

显著 β = 0.059 (p > 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13]，LMX 与 UPB 之间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 = 0.040 
(p > 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6, 0.15]，证明心理授权在 LMX 与 UPB 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假

设 1 没有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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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心理特权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假设 2 中我们提出，心理授权与 UPB 之间的正向联系，会受到员工心理特权水平的调节。如表

2 所示，bootstrap 结果表明，心理授权和心理特权的交互项对 UPB 的系数估计值为 β = 0.29 (p < 0.05)，
95%的置信区间为[0.02, 0.50]，且在高低不同水平下，两者差异显著。 

为了确认心理特权在心理授权与 UPB 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形态是否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符，我们采用

Aiken 和 West [34]的建议，将调节变量心理特权的值，在其平均数水平上加减一个自身标准差代入回归

模型中[34]，绘制调节效应的形态，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心理特权对心理授权与 UPB 关系的调节效应

如图 1 所示，结合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当员工具有高的心理特权时(平均数加上一个标准

差)，心理授权与 UPB 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简单斜率为 1.188，p < 0.001)，当员工具有低的心理特权时(平
均数减去一个标准差)，心理授权与 UPB 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弱(简单斜率为 0.797，p < 0.001)。说明心理

授权在高、低心理特权情景下对 UPB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心理特权的条件下这种正向影响更强。

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因此假设 2 得到证明。 
 

Tab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表 2. 心理特权的简单调节作用 

变量 
心理授权(β) UPB (β) 

模型一 模型二 
截距 1.52 (0.50)** 1.38 (0.48)** 
性别 −0.30 (0.10)** −0.30 (0.10)** 
年龄 −0.09 (0.08) −0.07 (0.08) 
学历 −0.00 (0.05) 0.2 (0.05) 
工龄 −0.05 (0.07) −0.06 (0.07) 

共事时间 0.07 (0.04) 0.07 (0.04) 
心理授权 0.04 (0.09) 0.08 (0.09) 
心理特权 0.42 (0.08)** 0.37 (0.07)** 

心理授权 × 心理特权  0.29 (0.12)* 

注：n = 352， *p < 0.05，**p < 0.01 (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图 1. 心理特权的简单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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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假设 3 中，我们提出，LMX 通过心理授权影响 UPB 的间接效应受到心理特权的调节。结果如表

3 所示，当我们取心理特权平均值上下一个平均差分成高低组时，两种情况下 LMX 通过心理授权影响

UPB 的间接效应之差是显著的(差异值为 0.149，p < 0.05)，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是相符的，员工的高

心理特权倾向会易化心理授权在 LMX 和 UPB 之间的中介效应，反之会削弱这个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表 3.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分组统计 

LMX(X) → 心理授权(M) → UPB(Y) 间接效应 95%的置

信区间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Pxm) 第二阶段(Pmy) 直接效应(Pxy) 间接效应(PxmPmy)  
低心理特权(−1SD) 0.381*** −0.116 0.007 −0.044 [−0.11, 0.02] 

高心理特权(+1SD) 0.381*** 0.275 0.007 0.105 [0.01, 0.20] 

组间差异 0.381*** 0.391* 0.007 0.149* [0.04, 0.25] 

5. 讨论 

前人研究表明一些积极的组织因素可能会导致 UPB 的发生，那么高质量的 LMX 是否会提高员工的

“亲组织性”而导致员工的 UPB？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是否有边界条件？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

实证研究，探究 LMX 与 UPB 的关系。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我们检验了心理授权在 LMX 与 UPB 之

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特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首先本文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从动机角度去解释 LMX 和 UPB

之间的关系。自我决定理论[8]指出，当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工作动机的内化，从而更主动地

从事相关工作行为。高质量 LMX 会给下属提供更多的资源、信任及工作自由度，因此利于员工工作动

机的内化，产生较高的心理授权感。心理授权作为一种内在工作动机，会促使员工自觉从事更多的角色

外行为，因此员工更可能采取 UPB 来为组织或其成员谋利。这为我们理解 LMX 与 UPB 之间关系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虽然本研究的结论并没有支持心理授权在 LMX 与 UPB 之间的直接中介关系。推测其原

因，可能是因为 LMX 而产生高心理授权的员工虽然可以将 UPB 作为实现组织利益和自我价值的手段，

但却不是其必然的选择，甚至在众多积极的角色外行为当中，大多数具有道德感的员工可能并不会将具

有不道德性质的 UPB 当成主要的行为选择。其次，考虑到 UPB 的“非伦理性”，我们纳入员工个体特

质心理特权作为调节变量。LMX 作为组织环境因素只是在单一层面上影响 UPB 的发生，更多的情况应

该是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特定的行为，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考察 UPB 的影

响机制时，会同时考虑如个体的道德特征、人格特质和认知因素等个体层面的原因对 UPB 的影响。高心

理授权的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较为膨胀的自我认知，他们强调个人的利益而忽视道德性，

因而就更有可能会去尝试冒险的不道德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为其选择具有不道德属性的角色外

行为，即 UPB 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心理特权的调节作用启示我们在探究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前因时，

应同时考虑能增加员工亲组织的因素和降低员工道德感知的因素，这两者的交互作用可能能更好的预测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发生。 
我们的研究对管理实践者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更注重“关系”的华人组织文化当中，人治的

色彩较为浓厚，领导者根据下属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区分出“圈内人”和“圈外人”，这是在中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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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被证明是一种能够提高组织有效性的领导方式，但本研究表

明，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这也可能造成如 UPB 等的消极组织后果。我们的结论证明，LMX 能够促进员

工的心理授权，这种增强的内在工作动机会促进员工更多的角色外行为，它可能会提高组织的效能，但

是在个体高心理特权的情况下，这一关系也可能会滋生出不利的以利于组织名义行使的不道德行为。因

此，领导者通过 LMX 等魅力型领导方式促进员工高质量工作动机为组织奉献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对部

分员工的甄别和引导。具有高水平的心理特权的员工更可能在具有高心理授权的时候选择不恰当的方式

来达到目标。领导者要有识别这类型员工的能力，并与之积极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建立相互之

间的信任并引导其采用合理的方式为组织奉献，员工要以健康积极的方式促进组织的持续发展，企业才

能真正的基业长青。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本研究在同一时间点收集数据，因此难以推断因果关系。虽

然我们借助相关理论推出了研究的假设，但是未能用严格的实验法或纵向数据来更好地验证所假设的因

果逻辑。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研究采用问卷法与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更好地检测因果推

论并兼顾研究的内外部效度。其次，我们的数据均为员工报告，共同方法偏差难以避免。虽然统计检验

表明我们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但是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来源、跨时段的数据收集方法来更好地

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产生。 

6. 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1) 心理特权在心理授权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2) 心理授权在领导–成

员交换关系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心理特权的调节，即心理特权水平越高，领导–成

员交换关系通过心理授权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间接影响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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